台湾南社不是“南社”的支社
金建陵  张末梅
摘  要：曾有文献论及1906年成立的台湾南社是近代著名文学团体“南社”的一个支社。本文提出了“南社”支社必须具备的条件，认为台湾南社与“南社”不存在着隶属关系，仅仅是同一时代两个同名的社团组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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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南社”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团体，1909年在苏州虎丘的张东阳祠正式成立。辛亥革命后，社员发展到一千余人。与总社桴鼓相应，还有一些地方的支社。如周实丹、阮式一等淮安籍人氏（淮安旧称淮南山阳）于1910年在南京成立的“淮南社”；陈去病、宋紫佩于1910年在绍兴发起的“越社”。此外，还有陶小柳在辽宁成立的“辽社”、蔡哲夫在广东发起的“粤社”等。

2002年，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博士生卢文芸在撰写学位论文期间，曾多次来信与我们就“南社”的一些问题进行切磋。其中有数封信中都提及“台湾南社”与大陆“南社”的关系。起初我们甚为诧异。的确，在20世纪初，台湾的台南也有一个“南社”（1906年成立，蔡国琳、连横、赵云石等创办，蔡国琳任社长），并且与台中的栎社、台北的瀛社一起被誉为“台湾三大诗社”。但在我以往的视野中，这两个“南社”是没有联系的。现在既然有人提出这一问题，想必今后也会有人提出同样的问题，何不就此问题探个究竟呢？于是，我们便根据卢文芸信中提供的线索，找到了发表于《求索》（湖南省社科院和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办）1988年第3期上李家骧的《连横与台湾南社——兼谈台湾南社与南社总社的关系》一文。接着又根据李文提供的线索，找到了发表于《苏州大学学报》1986年第3期上赵沛霖的《关于台湾南社的初步认识》。

现根据李、赵两文谈点我们的看法，以求教于方家。

赵文认为“台湾也有南社的支社（以下简称台社）”，其“肯定台社的存在主要是根据台湾籍诗人的活动和创作。在这方面，清末台湾爱国诗人许南英的生平资料和1933年由他的儿子许地山私人出资，仅印五百部的《窥园留草》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证据。”

该文认为许南英是台社成员的“证据”是《窥园留草》有不少直接写到“南社”的诗歌，如：《南社同人在醉仙楼开欢迎会酒后放歌》、《六月二十二日与社友往竹溪寺参谒关圣》、《题南社同人吴园送别图》、《留别南社同人》、《四月廿十一日南社同人小集》、《留别南社诸君子》等。

在对这几首诗进行解释和说明后，该文得出了六条结论：1、在民国初年，台湾确实存在着南社这样一个文学团体；2、台社的成员有21人；3、台社的领袖是赵云石；4、台社具有相当的活动能力。5、在活动方式和活动习惯方面，台社也采取总社盛行的雅集、小集的方式；6、台社成员的思想倾向有两点值得注意：（1）反帝爱国。（2）忧国忧民。

该文的六条结论中只有第5条谈及“在活动方式和活动习惯方面，台社也采取总社盛行的雅集、小集的方式”。其实，“雅集”并不是自“南社”才特有的集会结社的活动方式，而是自古就有。

我们认为：判断是否是南社支社必须具备这样两个条件：

1、支社的发起人是否参加了南社？并且在南社通讯簿、登记表上有记载。

周实丹（45）、阮式一（337）、陈去病（1）、宋紫佩（141）、陶小柳（28）、蔡哲夫（25）等皆在柳亚子《南社纪略》所附的《南社社友姓氏录》【1】[p181—232]中有记载，括号中的数字，表示填写入社书之先后。

2、支社的《社序》是否在《南社丛刻》上发表。

“淮南社”之《淮南社序》（姚石子撰）、“辽社”之《辽社发刊辞》（陶小柳撰）、“粤社”之《南社粤支部序》（谢华国撰）、“越社”之《越社叙》（陈去病撰），分别载《南社丛刻》第5、9、17、4集。

显然，台湾南社是不具备以上两个条件的。而“淮南社”、“辽社”、“粤社”、“越社”皆具备以上两个条件，它们是地地道道的“南社”的支社。此外，“湘集”和“闽集”虽然带有分社的性质，“湘集”甚至都有了自己的“简章”，但都未以“社”冠之。可见“集”充其量是南社社员的地区性活动。
李家骧的论文在谈及“台湾南社与南社总社的关系”时虽然也认为：“南社总社筹备与1907年，1909年正式成立，而台社则早建于1906年。时间上的不一致和现有资料的状况，对我们考虑南社总社与台湾南社的关系带来了一些复杂因素。”但是，他是同意“把台社看成南社总社的一个‘特殊支社’”来看，并且列举了几个例证来说明两社间在“组织上的联系”。

第一个例证是：“据连横《台湾诗荟杂文钞》所载：南社耆宿高吹万在1925年6月从上海寄书连横，说彼此相契在十年前，对所寄《台湾诗荟》已畅读，‘日前邮寄《丛选》，计此信到时，该书亦可收到……兹附去商兑会空白入会书一纸，乞照填！’我估计，此《丛选》即《南社丛选》一书，而非高吹万等主办的《国学丛选》，因《南社丛选》编刊于1924年春，距高氏来信时间不久，连氏给高氏寄去《台湾诗荟》，高氏报以《南社丛选》使之先睹为快而交流情况，并介绍他入商兑会。而《国学丛选》始刊于1921年，到1925年高氏寄书就不单是‘一书’而是数本。即使此《丛选》是‘国学商兑会’出版的《国学丛选》，也还是反映了连横与南社总社成员的密切联系，因‘国学商兑会’的成员几乎都是总社社员，《国学丛选》所载的文、诗、词往往与《南社丛刻》相重复。”
我们对此的看法是：

（1）高吹万信中所提的“日前邮寄《丛选》”是《国学丛选》而不是《南社丛选》。一则此时旧“南社”已经“解体”而不复存在，“新南社”也于1923年10月14日在上海福州路小花园都益处菜馆召开成立会。二则《南社丛选》是胡朴安于1924年4月编刊的，全书十二册，由上海国学社刊印，佛学书局发行，是整套一次印刷而成的。李文仅凭自己的“估计”就说《南社丛选》为“一书”是不确的。

（2）高吹万的孙子高铦先生在《国学商兑会和<国学丛选>》一文中写道：“国学商兑会主要的活动是编辑出版《国学丛选》，从1912年9月创刊一直延续到1930年，共十八套。”【2】李文误将“《国学丛选》始刊于1921年”，并据此断言“到1925年高氏寄书就不单是‘一书’而是数本”，显然不对。

（3）高吹万信中所言“说彼此相契在十年前”是客套话。

（4）“国学商兑会”的成员并非都是南社社员，并非所有的南社成员都赞同“国学商兑会”的主张。王晶垚在《南社始末》中就指出：“国学商兑会成立后，周仲穆首先对当时许多人提倡国学的保守风气，进行了批判。他指出：如果只是‘扬汉学之余波，袭宋学之皮毛’，研究国学就毫无用处。”【3】

第二个例证是：“还有，高氏此信认为《台湾诗荟》‘甚好，爱不忍释’，希望惠赠十二集以前各册，而南社后期主任姚石子也曾驰书连横，说一获读《台湾诗荟》，愿购取全份及《台湾通史》，并请代为搜集某种资料。” 

李文所云“姚石子也曾驰书连横”即姚石子1925年6月21日给连横的信，【4】[p313—314]原文如下：

近于舍母舅高吹万先生处获读尊辑《台湾诗荟》，不胜钦佩，非赏其文词而已。于大作《明季寓贤列传》一篇，回环捧诵，审知阁下今日之逸民，高蹈淑慎以守先待后者也。兹光有所请者，光自幼竺志网罗明季文献，近方校刻乡先哲徐孚远之《钓璜堂存稿》，并拟撰辑梡公年谱。惟梡公佐延平郡幕府，居贵地有年，而其事迹以代远路遥，颇多模糊影响之谈，并知梡公在台有海外几社之结，且有社集刊行，乃亦求之不得。今何幸而遇阁下。阁下既生长其地，又以表彰节义为事，尚祈力为搜访，凡关于梡公以及其交游之事迹、著述，尽以见示。其所欣感，宁有既极乎！《诗荟》有全份可得否？至《台湾通史》一书，必宏着钜制，不少关系，均乞检存。一俟复到，当再备价购取，一一拜读也。引领天南，欲言不尽。敬叩道安，鹄候德音，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廿一日。

梡公孙名怀瀚。今《诗荟》中所载徐怀祖之《台湾随笔》一卷，怀祖当亦公后裔。
此信以“与连雅棠（名横，台湾人）书”为题，而该书中凡给南社社员的信皆会在姓名后的括号内注明“南社社员”，如此信的前一封是“复蔡竹铭（南社社员）书”。由此看来，连横非南社社员，台湾南社也不是南社的一个支社。即便有些南社成员（如高吹万、姚石子等）与连横等人有过联系，也只能说是个人之间的联系，而不能说是台湾南社与南社存在着隶属关系，仅仅是同一时代两个同名的社团组织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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